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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地方人物的记录与彰扬自古就有。魏晋时出现了众多地方人物传记，如苏林《陈留耆旧传》、陈

寿《益部耆旧传》、周斐《汝南先贤传》、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、谢承《会稽先贤传》等。两宋之际，乡贤传

记出现了大规模“地方化”的趋势，地方士人群体更有意识地建构由乡贤组成的乡里传统[1]。至明清，

为地方人物设立乡贤祠，刊诸地方志，成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机制。晚清，作为古今中西激荡的转型时

期，文人们同样发掘地方人物，为地方乡贤作传，并有了新的变化。

以梁启超为代表，晚清文人宣扬现代民族国家认同，并输入了各种新的文学样式，包括新小说、新

式史传等。晚清的英雄史传，正是民族国家认同与新式史传的结合。人们还试图从地方建构现代民

族国家，尝试从地方乡贤中发掘理想的国民，于是有了大量的乡贤传记。本文试图从书写的缘起、对

象与策略等方面，厘清晚清文人乡贤传记的整体面貌与时代特征。

一、书写缘起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

晚清是中国思想文化发生大变革的时期，其中，外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内外交迫之下，中

国人试图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，并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模板，宣扬和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。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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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参见陈雯怡：《“吾婺文献之懿”——元代一个乡里传统的建构及其意义》，〔北京〕《新史学》2009年6月第20卷第

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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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成为最佳的载体。在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下，梁启超为首的晚清文人酝酿并推出了新小说、新

体诗、政论文等，包括新式的史传。历史传记，虽然为中国所固有，但聚焦到晚清，却不能不提及日本

的中介作用。梁启超，是一系列变革的先行者，同样是新式史传的推介者。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，“史

传体裁文学在日本已至顶峰，硕果累累”[1]。受此影响，梁启超一方面以日本人创作的西洋史传为蓝本

进行译介，一方面开始了本民族史传的创作。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（1902年）成为史传的策源

地，自第 1号开始设置了“史传”栏目，其后“历史”与“传记”分设，刊载了大量的西洋史传与中国史

传。在梁启超与《新民丛报》的示范下，大量的传记文学纷纷出世，如阿英所言：“传记文学在当时，几

乎成为绝大多数革命刊物不可缺少的部分。”[2]在《新民丛报》之后，专门设立“传记”（或“史传”）栏目的

报刊有《游学译编》（1902）、《湖北学生界》（1903）、《直说》（1903）、《浙江潮》（1903）、《江苏》（1903）、《中
国白话报》（1903）、《女子世界》（1904）、《安徽俗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二十世纪大舞台》（1904）、《白话》

（1904）、《福建白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扬子江白话报》（1904）、《直隶白话报》（1905）、《国粹学报》（1905）、《民
报》（1905）、《云南》（1906）、《竞业旬报》（1906）、《汉帜》（1907）、《中国新女界》（1907）、《学报》（1907）、
《神州女报》（1907）、《河南》（1907）、《陕西》（1909）等，其他未设专栏却刊载传记文学的更多。

晚清的传记，最先流行的无疑是西洋史传，之后是本国本族的史传。发掘本民族的历史人物，正

是当时社会的重要倾向。如提倡国粹的章太炎称：“为甚提倡国粹？不是要人尊信孔教，只是要人爱

惜我们汉种的历史。这个历史，是就广义说的，其中可以分为三项：一是语言文字，二是典章制度，三

是人物事迹。”[3]又如《竞业旬报》时期的少年胡适，号召“爱国的人，第一件，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，不

可忘记”，所谓的光荣历史主要指人物事迹，如“中国历史（上）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，有个驱除丑虏的

明太祖，有个孔子，有个岳飞，有个班超，有个玄奘，文学有李白、杜甫，女界有秦良玉、木兰”[4]。

于是在全国范围内，民族的始祖以及历代的民族英雄被前所未有的宣扬。如《国粹学报》有黄节

的《黄史》，“条别宗法，统于黄帝，以迄今日，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。”[5]又如《直隶白话报》有《全国名人

传》，列黄帝等人。对此，沈松侨先生有精湛的研究，不仅探究原为神话人物的黄帝在晚清之际被塑造

为“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”的复杂过程，并分析众多历史上的英雄的再造过程，包括“抗御外族”的英

雄，如岳飞、文天祥、郑成功等，与“宣扬国威”的英雄，如张骞、班超等，均被扯出历史的本来序列而重

新排列，纳入到民族英雄的系谱[6]。

此外，在地域认同的影响下，人们宣扬“爱国必自爱乡起”，典型者如《江苏》所言：“人未有不能爱

其亲而能爱其乡党邻里者，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。今之人竞言爱国矣，吾言爱国必自爱

乡始。”但爱乡的终极目标是国家认同，即“以爱江苏者爱中国，各省亦竞以爱其本省者爱中国，驯致齐

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。”[7]于是，人们纷纷以地域为起点建构民族国家。在传记文学方面，同样

有以地方乡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倾向，便有了以地方乡贤为对象的大量书写。正如《东莞旬报》上《史

[1]〔日〕松尾洋二：《梁启超与史传——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》，见〔日〕狭间直树编《梁启超·明治日本·西方》，〔北

京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76页。

[2]阿英：《传记文学的发展——辛亥革命文谈之五》，《阿英全集》第6卷，〔合肥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687-
688页。

[3]章太炎：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，见马勇编《章太炎讲演集》，〔石家庄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页。

[4]胡适：《白话（一）：爱国》，《胡适全集》第21卷，〔合肥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06页。

[5]黄节：《黄史·总叙》，《国粹学报》1905年第1号。

[6]参见沈松侨：《我以我血荐轩辕——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》，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》1997年12月第28期；《振

大汉之天声——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》，《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1999年第33期。

[7]《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》，《江苏》1903年第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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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》一栏称：“夫中国者，吾之祖国也。吾邑者，中国之一支族也。今与人谈家声道往事，莫不夸其祖若

父之美以自雄焉。祖若父之美不足称。则上下乎吾族之光荣，以自饰焉。吾邑之事实，吾邑先民之遗

迹，其有可以为祖国光国民仰者乎，支族之荣，即祖若父之荣矣。吾邑之盛矣，即中国之盛矣。”[1]

各地的文人以省或府或县为单位，纷纷发掘堪为代表的地方乡贤。梁启超同样是开风气者，除了

译介西洋史传外，创作了大量本国史传，有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（1901）、《李鸿章传》、《张博望班定远合传》

（1902）、《管子传》、《赵武灵王传》（1903）、《袁崇焕传》（1904）、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、《郑和传》

（1905）、《王荆公传》（1908）、《管子传》（1909），其中涉及广东一地的有《南海康先生传》、《袁崇焕传》、

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等。

现在看来，晚清的乡贤传记主要集中于报刊与地方史志文集。在报刊的“传记”栏目中刊载了大

量的单篇传记，地方乡贤传记占据了很大比例，尤其是地方性的报刊多设以地方为范围的“传记”栏，

如《安徽俗话报》首推“安徽名人传”，《安徽白话报》设“皖乘”一栏，列安徽一地朱元璋等人，又如《潮

声》，“第五传记记贤人，英雄好汉出乡邦，愿俺潮人刻苦学，保乡辅国名声香”[2]。此外，晚清文人还专

门撰写了大量的地方史志，典型的有姚光《金山卫佚史》、刘师培《邗故拾遗》、陈去病《五石脂》、苏曼殊

《岭海幽光录》等，收录的多数是乡贤传记。

二、书写对象：作为英雄的乡贤

在明清时期，乡贤乃是“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，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，入乡贤祠，春秋致

祭”[3]。可知，在传统社会作为乡贤的人物，要具备很多条件，除了本地人，道德事功学问外，还要经过

官方的认可，有浓重的官方色彩。但在晚清，受时代思潮的激荡，各地所发掘与书写的“乡贤”有了不

同的标准，有更多民间与异端的色彩。如留日学生刊物《湖北学生界》的湖北调查部专门调查“历史上

之遗佚”，致力于发掘“旧史诬蔑之英雄”、“旧史湮没之英雄”[4]。与全国性人物传记一致，晚清的乡贤

书写同样是将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作为最重要的对象。其中，英雄是各式各样的，既有远古的始

祖，亦有宋明的遗民节士，既有英雄，亦有新兴的英雌，既有反抗异族的英雄，亦有现代性的时代英雄。

在全国性地推举汉族始祖黄帝的同时，各地也开始发掘或书写本地历史乃至传说中的创始英

雄。如浙江留学生在爱乡的激情中，宣扬“吾欲崇拜浙江，吾先欲崇拜造浙江之英雄，吾欲崇拜造浙江

之英雄，吾先欲崇拜勾践”[5]。《福建白话报》上更出现了《无诸王传》，推举无诸王为“福建开疆始祖”，列

举无诸王的世系，从上古的黄帝开始，历经四十世到无诸王，并明白指出“这位无诸王，是黄帝第四十

世传嫡派的苗裔了”，最后将无诸王同西方的哥伦布、华盛顿相提，推举为“古今豪杰第一”，并表明写

传的目的“我们做他子孙的，如今总要时常记念着无诸王的恩惠，时常学无诸王的人品才好哩。至于

以后无诸王的后裔，因为自己不晓得保护同种同族，互相残杀，所以弄得后来国灭位失。你列位看了

也可以做个榜样，才晓得爱同胞爱同种是要紧的啊”[6]！

除了各地的始祖外，历史上的英雄也被纷纷发掘出来。宋明时期反抗外族的英雄，因与当时的反

满革命直接相关，更为各地所彰扬。1902年，日本留学生在东京组织“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作

[1]侠仁：《史丛序》，《东莞旬报》1908年第1期。

[2]《叙例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1期。

[3]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：《辞源》修订版，〔北京〕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，第3117页。

[4]《湖北同乡会缘起》附录《湖北同乡会章程》，《湖北学生界》1903年第1期。

[5]公猛：《浙江文明之概观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1期。

[6]公孙：《无诸王传》，《福建白话报》1904年第2、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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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各省革命志士的聚会，号召以各地的明末烈士遗民为反满的榜样：“凡百君子，蝉嫣相属，同兹恫鳏，

愿吾蜀人无忘李定国，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，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，愿吾吴人无忘瞿式耜，愿吾楚人无

忘蒙正发，愿吾燕人无忘李成梁。”[1]对地方英雄的发掘，以江浙人士最为积极，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江南

一带地域文化中“文弱”倾向的反省。江浙人士普遍反省“文弱”的地域风气，江苏人称“乡人之受病

果何在乎”，“曰文与弱二字而已”[2]，浙江人亦称浙江“文明则未也，而先流于文弱”[3]。为祛除文弱之

风，江浙人便向历史中寻找节义、尚武等强悍的民族精神，称“欲大复原人之美质，而去既开化者之流

弊，以是养成武事之特质”[4]。晚明遗民便成为江浙人树立理想乡民的最佳入口，因为“江浙人士，自近

古以来，久以文弱暴著于天下，而当明之季，以坚锐鸣声多出南国衣冠。自江河以北，莫不望风喁喁，

身先归附……即以一代春秋论之，北方之民气远不若南人之盛矣”[5]。

如刘师培，大量书写扬州一地的历史人物，借以发扬一地的民族主义精神。如《攘夷实行家曾襄

闵公传》，叙述扬州人曾铣抵抗满族，宣扬其“真真是我们汉族的恩人”、“排外的大家”[6]。《孙兰传》篇末

专门彰扬民族主义情结：“明季遗民若黄宗羲，王锡阐，刘献廷，张尔岐，咸洞明太西学术，然各以高节

著闻，抗志不表，盖学术之界可以泯，种族之界不可以忘也。”[7]又如柳亚子，其“自束发受书，即有志里

中文献，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”[8]，并大力发掘“三吴非文弱国”的地方特质，历数

先秦至太平天国时期的三吴人物，慨叹当下“城郭犹是，衣冠已非，士气不扬，全军尽墨”[9]。柳亚子借

助人物传记发扬民族主义精神，面向全国的有《郑成功传》（1902年）、《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

传》等，面向地方的则有《吴日生略传》、《夏内史传略》（1906年）等，还以乡邦文献为基础做乡贤传记，

前者“聊辑《南疆佚史》及县志所载”，借以期待“邦人诸友，其亦有发愤于种族之大防，不忍使先哲遗

风，扫地以尽，而慨然兴起者乎？余将执鞭从之矣”[10]。

在各地英雄中，颇值得一提的是英雌的涌现。伴随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，中国人开始发掘和塑造

堪为典范的女性。中西的女性典范被大量的塑造，如罗兰夫人、批茶女士等西方女性传记风行一时，

传统女性尤其是晚明女性被作为“为民族殉身”的历史记忆也得到重构[11]。人们在彰扬英雄时，因材

料缺乏而捉襟见肘，自古“炀于重男轻女之恶俗，而所谓列女节女之篇，皆奄奄无生气，且位置不足以

占全史百分之一。女界伟人乃群在若明若昧之间矣。”[12]各地方所发掘的为数不多的英雌与英雄分享

着几乎一样的特质。《潮声》“传记”栏中，元末郭贤妇、宋末陈璧娘两位传主拥有共同的元素，会读书识

字，讲究民族气节，正与当时推崇女学与民族气节的风气相合。如郭贤妇，“凡经史百家诗词，他件件

都晓”，在地方面临大军围剿时，作诗一首，竟然“保自己一家人，又并保了溪头寨一乡个人”，被称为

“潮州第一个女丈夫，女豪杰”；陈璧娘亦是“知书理”“明大义”，并劝导乡人尽忠报国。在丈夫伴君赴

[1]《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叙》，《黄帝魂》影印，台湾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9年。

[2]《民族精神论》，《江苏》1904年第8期。

[3]公猛：《浙江文明之概观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1号。

[4]铁生：《江苏改革之方针》，《江苏》1903年第1期。

[5]文诡：《浙声》，《浙江潮》1903年第2号。

[6]光汉：《攘夷实行家曾襄闵公传》，《中国白话报》1904年第21-24期合刊。

[7]刘光汉：《孙兰传》，《国粹学报》第9期。

[8]柳亚子：《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，第313-314页。

[9]柳亚子：《悲吴篇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，第210-211页。

[10]柳亚子：《柳亚子集外诗文辑存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，第15页。

[11]参见夏晓虹：《历史记忆的重构——晚清“男降女不降”释义》，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
年，第114-138页。

[12]亚卢：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》，《女子世界》1904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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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后，亦“不食饿死”，被称为“女中大豪杰”，“真是我潮州大有脸事，亦即是我中国个大有脸事”[1]。因

材料难得，有人或将传说中的人物引为同乡。如花木兰，柳亚子曾作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

兰传》，慨叹其不见于正史，“读尽二十四姓之家谱，不闻其姓氏，翻遍二千余年之相斫书，不见其事

迹”[2]。但《安徽俗话报》却将其作为乡贤写入《安徽名人传》，称其姓魏，出生于安徽亳州魏村，隋末唐

初人。《木兰》用白话写成，全篇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民族英雄叙事，将之刻画为爱国尚武的女英雄。木

兰从小便不喜涂脂抹粉，偏爱骑马射箭，等到父亲被应征时，想道：“我当初学了许多武艺，原想要和外

国人打仗，显显我们中国的威风，叫他见了我中国人，不敢不恭敬，不敢不低头，于今北边事急，我正可

趁这个时候，显了我的本事，一来杀败胡人，可以报国恩，二来替我爷去当兵，可以报爷恩。”除了木兰

有爱国思想外，其母亲亦被赋予现代气息，如言：“我们身为女子，不能替国家出力，吃死饭，睡死觉，真

真惭愧。女儿，你能去替国家出力，当兵打仗，杀退北边胡人，这件事，不但做母亲的，脸上生了许多光

彩，就是我们黄帝老祖宗，也要在地下含笑了。”[3]

乡贤传记不仅宣扬反抗异族、爱国尚武的英雄，还关注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英雄，如投身地方自

治、实业救国、海外殖民的人物。柳亚子在《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》中，刻画了一位投身地方自治的志

士，渲染传主的各种事迹，如在黎里组织演说会、创办《新黎里》、发起体育会等[4]。《云南大实业家赵老

人传》亦具独到的眼光，不叙述云南的忠义之士而选择实业救国的赵老人，其理由是：“窃谓云南一省，

普通当从禹域之名，而最近之历史，则云南殆为杨武愍公诸巨子之云南。至于钱南园先生辈与云南之

关系，其所以贻留我后生者，不过宋明诸儒所自相标榜之气节文章四字，究其实，可以成文天祥陆秀夫

之名，而不可以救陆沉之患。君子为我民族痛焉，杨武愍公之伟烈，容他日收集记载之，今先与我父兄

子弟言赵老人之生平。”该传通过赵老人的事迹宣扬实业救国的重要性，指出当今世界是实业竞争的

世界，“立国于二十世纪以后，几于有此则立，无此则不立。言富强于二十世纪以后，几于是此则富，非

此则不富。此者何，矿业国也，制造国也，商业国也，陆海军国也。”而赵老人正是实业救国的典范，“老

人之初试于开矿业事也败，再试又败，又再试，又再败，久之，巨万之家资倾其大半。”[5]

梁启超亦别树一帜，发掘广东、福建两地殖民东南亚的前贤，作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，叙述梁道

明等九人崛起南洋、开疆辟土的事迹。梁启超自感材料有限，试图求之于地方传闻，言：“吾传八人而

寥寥不及二千言，吾不敢于所有资料之外，铺张焉以侮先民，而前史之成文与故老之口碑，乃于此区区

者之外而莫余畀，使我对于前贤满胸膜拜之诚。竟不克自献也，是乃深可悲也（叶氏之事，去今未远，

乡人当尚有能言之者，若赐邮教岂胜大愿）。”并宣扬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之关系，“九人之中（并潘和

五）粤人七而闽人二也，自今以往，吾国若犹有能扩张其帝国主义以对外之一日，则彼两省人，其犹可

用也。而其他沿海诸省乃至腹地诸省，亦何遽多让，在养之而已。”[6]

由上可知，在晚清的乡贤书写中，传主的范围完全溢出了传统乡贤的范围。人们选择的地方乡

贤，多以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远近为衡量标准。这一标准，显然是为了给各地方人们提供可供寄托与效

仿的偶像，进一步强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。

[1]参见模妽女子稿：《郭贤妇传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12期；润：《陈璧娘传》，《潮声》1906年第6期。

[2]亚卢：《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》，《女子世界》1904年第3期。

[3]薶照演稿：《木兰》，《安徽俗话报》第6期。

[4]柳亚子：《吴江志士陶亚魂小传》，《磨剑室文录》（上），第120-124页。

[5]《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》，《云南》1906年第2期。

[6]中国之新民：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，《新民丛报》1905年第63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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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书写策略：从乡魂到国魂

梁启超所推崇的西洋传记，不是呆板的叙述传主的史实，而要求对传主的功过与价值进行概括与

评价，正如其在《李鸿章传》的序例中所言：“中国旧文体，凡记载一人事迹者，或以传，或以年谱，或以

行状，类皆记事，不下论赞，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”，而推崇西人传记与司马迁《史记》的“夹叙夹议”[1]。

晚清的乡贤书写，也大致由两部分杂糅组成，一部分是乡贤事迹的叙述，另一部分则是乡贤价值的议

论。晚清乡贤传记的时代特色，表现在对传主类型的选择上，即与民族国家有关的英雄成为优先序

列，更表现在对传主的价值判断上，即将传主置于地方、国家、时势的网络中加以定位。

无论古今，乡贤都是一地方堪为典范的人物，被视为一地方的精神支柱。如广东《东莞旬报》称：

“吾邑山川钟毓，贤哲挺生，或以道德传，或以忠节著，或以事功显，或以文学名，以及瑰伟奇特之材，高

尚独行之士，稽诸史乘，更仆难数，邑人宜如何慨慕前修，继承之而步武之乎。盖乡先生者，我东莞之

魂也。”[2]晚清文人的乡贤书写发掘一地的乡魂，最终目标却是树立超越一地的国魂，是以在乡贤与国

民，乡魂与国魂之间建立关系，最终将乡贤、乡魂打造成理想的国民、国魂。因此乡贤书写往往将传主

置于乡与国的价值网络中，凸显传主对于乡与国的意义。

乡贤传记将个人纳入地方、国家等群体的写法，实与当时流行的新史学相关。1902年，梁启超在

《新史学》中论及历史书写中个人与群体的关系：“善为史者，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，不闻以历史为人物

之画像；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，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。中国之史，则本纪列传，一篇一篇，如海岸

之石，乱堆错落。质而言之，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。夫所贵乎史者，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、相

竞争、相团结之道，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、同体进化之状，使后之读者爱其群、善其群之心，油然生

焉。”[3]即人物只是历史的材料和手段，因此传记的重心不在个人，而在“一群人”，也正是个人之上的国

家、民族以及时代。

早在 1901年，梁启超为康有为作传，便将之纳入地方与国家的网络中：“吾粤之在中国，为边徼

地，五岭障之，文化常后于中原，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，开化既久，人物起，而吾粤无闻焉。数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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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……极力推崇其“所谓无家而以中国为家”[1]。

受梁启超的影响，当时的乡贤传记均试图在乡贤与整个时代建立联系，将乡贤塑造为理想的国

民。


